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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视角分析的强人工智能论争

王彦雨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９０）

摘　要：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强人工智能（“强ＡＩ”）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但却又不断引发人们关注的议题。对

于“强ＡＩ”理念，我们应合理看待其所发的各种争论：（１）“强 ＡＩ”理念是推动人工智能界不断打破人机界限、使

ＡＩ技术向前发展的重要信念；（２）“强ＡＩ”争论背后所反映的是不同社会要素，特别是“两种文化”（科学文化和人

文文化）之间的张力，且ＡＩ界的这几种文化也经历着由对立、冲突，到逐渐的尝试性对话与合作这一过程。（３）

ＡＩ界、哲学界在对待“强ＡＩ”这一议题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ＡＩ界经历了一个由乐观与支持到悲观与放弃以及

现在的谨慎心态，而哲学界对于“强ＡＩ”的态度则是沿着由批判与质疑到现在的大力宣扬这一路径演变，且当前

他们对强ＡＩ所可能引发的风险更为忧虑。（４）“强ＡＩ”概念需要进行重新界定，使其成为科学而非单纯的“科幻

式”概念，并给予强ＡＩ风险议题更多关注。

关键词：强ＡＩ；“机器智能恶与善”之争；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之争；“智能增强”理念；“奇点”理论；“强 ＡＩ风险

论”；科技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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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工智能（“强ＡＩ”）概念由哲学家塞尔（Ｊｏｈｎ　Ｓｅａｒｌｅ）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所提出，［１］类似的概念还包

括高端“通用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波斯特罗姆（Ｎｉｃｋ　Ｂｏｓｔｒｏｍ）的“超级智能”（Ｓｕｐｅ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弗诺·文奇（Ｖｅｒｎｏｒ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Ｖｉｎｇｅ）的“奇点”（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等，其对应的概念是“弱 ＡＩ”（ｗｅａｋ

ＡＩ）或应用性ＡＩ、专用 ＡＩ。“弱 ＡＩ”不具有真正的智能或自主意识，只能解决特定领域中的问题；而“强

ＡＩ”则是指达到人脑水平的机器智能，可以全面、综合地复现人类大多数（或全部）的思维能力，甚至具有

诸如自主意识、算计、情感反应等价值或情感要素。如塞尔将“强 ＡＩ”界定为“一个机器可以展示出或模

拟人类水平的聪明程度，或超出人类的聪明程度”，波斯特罗姆强调“超级智能”“几乎在所有领域均能够

远远超过人类的认知能力”。强ＡＩ是否能实现、是否与人为善，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看法。

一些学者，如埃隆·马斯克（Ｅｌｏｎ　Ｍｕｓｋ）、史蒂芬·霍金（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ｗｋｉｎｇ）等认为强ＡＩ最终会实现且会

与人为恶，刘益东则指出强ＡＩ具有双重危险，属于“致毁知识”，因为其正负效应不可抵消，无论它有多大

的正面效应，也是“一坏遮百好”，所以应该明令禁止。［２］蔡恒进也认为，“作为人类意识延伸的人工智能，

被赋予的是偏狭而非完整的意识，在快速进化之后会导致其能力与意识状态的极度不匹配”；［３］一些学者

认为强ＡＩ的实现虽然不可避免，但它是有益于人类的，如赫伯特·西蒙（Ｈｅｂｅｒｔ　Ｓｉｍｏｎ）、库兹韦尔（Ｒａｙ
Ｋｕｒｚｗｅｉｌ）等；也有人将强ＡＩ视为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如严乐春（Ｙａｎｎ　ＬｅＣｕｎ）、谭铁牛等。

关于“ＡＩ能否达到人类的思维水平、是否会取代甚至控制人类”这一问题（我们称之为“强 ＡＩ议

题”），自“人工智能”这一学科产生之日起便引发广泛关注，相关分析散见于人工智能史研究中，如丹尼尔
·克勒维耶（Ｄａｎｉｅｌ　Ｃｒｅｖｉｅｒ）在１９９３年的著作《ＡＩ：人工智能研究的动荡史》中，描述了人工智能发展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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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派和悲观派之间的争论、对立过程；约翰·马尔科夫（Ｊｏｈｎ　Ｍａｒｋｏｆｆ）在《与机器人共舞：人工智能时代

的大未来》一书中，对人工智能研究共同体中“强ＡＩ派”与“智能增强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阐释，等。

但是这些研究较为分散，没有能够结合各个时期争论的不同主题，对“强 ＡＩ”的整个争论史进行系统的论

述，实际上，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强ＡＩ议题”的关注点及讨论视角一直在发生着变化（见

图１）。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是，（１）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同时期，ＡＩ共同体内部不同群体以及哲学社会

科学界对“强ＡＩ”分别持何种态度？（２）不同争论群体在“强 ＡＩ”这一议题上是否以及如何对话与互动；

（３）“强ＡＩ议题”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何作用，特别是如何影响通用人工智能与专用人工智能两种研究路

径的演进。

图１　不同时期人们关于强人工智能的争论议题及关注点变化

一、图灵的担忧及诺伯特·维纳与塞缪尔关于“机器智能恶与善”问题之争（１９５０—１９５６）

１９５０年，图灵发表著名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首次提出
“机器是否可以思考”这一问题。［４］４４２图灵认为，机器可以像人脑一样思维，他强调“模仿”概念，即机器可

以模仿人脑从而实现人脑的某些功能。图灵将人脑比拟为一台数字计算机，由存储器、执行单元和控制

器所构成，通过“编程”将目标函数输入机器，从而实现特定目标，“分析机实际上是一台万能数字计算机，

当它的存储能力和速度达到一种程度，人类就可能通过适当的程序使它模仿我们讨论的机器。”［４］４３３－４６０机

器“思考”的限度是什么？或是说图灵眼中的机器是否具有强ＡＩ属性？他认为，“机器可以成为它自己的

主题，机器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的结果，修改自己的程序，以便有效地达到某种目的”，图灵眼中的机

器智能不具有诸如道德、伦理、主体感受、意向性等精神或意识要素，它是逻辑的、计算的、线性的，但图灵

认为未来的机器智能将具有学习、进化、改进自我等功能，这种属性是强ＡＩ的重要特征之一。

图灵的理论促使人们去研究如何使机器模仿人类思维方式，如“游戏 ＡＩ”、定理证明等。１９５１年，斯

特雷奇（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ｔｒａｃｈｅｙ）编写出一个跳棋程序，而普林茨（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Ｐｒｉｎｚ）则发展出国际橡棋程序；

１９５５年，纽厄尔（Ａｌｌｅｎ　Ｎｅｗｅｌｌ）和西蒙（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Ｓｉｍｏｎ）开发的“逻辑理论家”（Ｌｏｇ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证明了
《数学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中３８个定理，且发现了一些新的、更好的证明方式，［５］１２３－１２５西蒙认为

这一程序“解决了古老的精神／身体问题，解释了一个由物质构成的系统如何拥有思想特质。”［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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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ＡＩ战胜人类棋手事件，引发了一些学者对“机器是否会控制人类”的担忧，其中之一便是维纳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Ｗｉｅｎｅｒ）。实际上，维纳在其１９５０年的《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　ｏｆ　Ｈｕ－
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一书中，便基于熵、反馈控制理论，对有机体与机器之间的相似性进行了论证，认为生命体甚

至其思维都可以最终被机械化。维纳的担忧很快变成现实。１９５２年，塞缪尔（Ａｒｔｈｕｒ　Ｓａｍｕｅｌ）构建了一

个被认为是能够学习的跳棋程序，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４日这一跳棋程序打败了康涅狄格州的西洋跳棋冠军，而

１９５９年，塞缪尔在与自己所设计的跳棋游戏ＡＩ的对弈中被击败。

维纳对此表示深切忧虑，他于１９６０年发表《自动化的某些道德和技术的后果》（Ｓｏｍｅ　Ｍ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一文，认为智能机器迟早超过并危害人类。其理由是：（１）机器可能

会跳出此前的训练模式，摆脱设计者的控制，“它们无疑是有创造力的……不仅表现在下棋程序所具有的

不可预见的战术上，同时还表现在战略评估的详细加权上”；［７］（２）下棋游戏可以将其能力延伸到其他领

域（如核领域），实现智能的跨领域迁移并带来未知风险，“这些具有学习能力的机器可以用于编码新型按

钮战争中的按钮动作……一个拥有足够的经验可进行适当编程的机器，可能使人类早已经被消灭了”；［８］

（３）人类行动缓慢，难以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但塞缪尔并不认同维纳的观点，他认为机器不具备独立思

想，下棋程序所谓的“意图”或“结论”，只不过是程序设计者本人意图的反映。塞缪尔专门在《科学》杂志

撰文“自动化的某些道德和技术的后果———一种反驳”（Ｓｏｍｅ　Ｍ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ｕｔｏ－
ｍａｔｉｏｎ———Ａ　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强调“维纳的一些结论我并不认同，他似乎认为机器能够拥有原创性，是人类的

一个威胁”，但“机器不是妖魔，它不是用魔术操作，也没有意志，而且与维纳的说法相反，除了少见的功能

失常情况外，它不能输出任何未经输入的东西。”［９］

二、强ＡＩ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之争（第一个人工智能黄金时代，１９５６—１９７４）

１９５６年，达特茅斯会议（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召开，人工智能研究逐渐建制化，且发展速度“令人惊

奇”。［６］１８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ＭＩＴ（１９５９）、斯坦福大学（１９６３）、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均建立了人工智能实验

室。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１９５６—１９７４年左右），人工智能界对“ＡＩ达到或超过人类智能”这

一问题持乐观态度。如，１９５７年赫伯特·西蒙在一篇论述中写道：“我可以作出的最简单的结论是，当前

世界上拥有可以思考、学习、创造的机器。而且，它们能力的增长非常迅速，在可见的未来，它们解决问题

的能力将与人类思维共延”；［１０］１９７０年，明斯基（Ｍａｒｖｉｎ　Ｍｉｎｓｋｙ）在《生活》（Ｌｉｆｅ）杂志谈到，“在三到八年

的时间内，我们可以拥有其智能等同于普通人的机器。”［５］２７２－２７４在乐观主义者看来，人脑的一切活动（如推

理、情感、决策等）均可以形式化为符号、还原成一系列的数字或代码，并通过逻辑程序的创建来复现人类

大脑的所有思维活动。计算机科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Ｈｏｆｓｔａｄｔｅｒ）在《哥德尔、埃舍尔和

巴赫：不朽的金发辫》（１９７９）一书中便强调一切实在性都能转变为形式系统，虽然神经活动与纯粹的数学

有着巨大的差异性，但是诸如美、意义、感觉、情感依然存在着进行形式化表示的可能，“没有什么理由使

人相信，一台计算中运转得完美无缺的硬件不可能支持那引起体现诸如混乱、遗忘以及美感这类复杂事

件的高层符号行为。”［１１］

这一时期，哲学界开始登场，他们是作为强 ＡＩ反对派而出现的，如鲁卡斯（Ｊｏｈｎ　Ｌｕｃａｓ）、德雷福斯
（Ｈ．Ｄｒｅｙｆｕｓ）等，他们反对ＡＩ乐观派所认为的“所有人类活动均可以符号化、形式化”观点。如鲁卡斯在

１９６１年的《心灵、机器和哥德尔》（Ｍｉｎｄ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Ｇｄｅｌ）一书中，强调人类心灵无法进行形式化还

原，机器由各个独立的部分构成，它不具有整体的、非机械性累加的特质，“一个机器可以被设计成它可以

表面上‘谈’及它‘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但是如果它不变成不同的机器，它便无法真正拥有这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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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意识的思想可以反思自身，并且批评自己的表现，且这种活动不需要增加额外的部分：它已经是

一个完整的、因此不存在阿喀琉斯之踵的物体。”［１２］

德雷福斯则利用现象学对人工智能乐观派进行攻击。１９７２年，德雷福斯在其出版的《什么是计算机

不能够做的：人工智能的极限》（Ｗｈａ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Ｃａｎ’ｔ　Ｄｏ：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中强调：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形式化，经验、直觉、意义等均无法通过形式规则来加以描述；且，意义、情

感等是在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大脑功能并非完全由其生理机能所决定，孤立地模拟大脑机制而不把它放

到与外界相联系的环境之中，是无法产生思想的，“如果人工智能研究者的理性概念是对事实的演算，如

果当他确认哪些事实相关而且有意义时，不是根据事先的给定，而是由上下文环境来决定的，那么他要造

出智能行为的企图就会引起论证上的矛盾”；［１３］另外，用计算机通过算法来解决的问题，其复杂度必须在

一定范围之内，而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往往出现复杂性指数爆炸现象。

对于德雷福斯的批评，人工智能界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如西蒙在《思维机器》（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一

书中将德雷福斯的论点斥之为“废物”，明斯基认为德雷福斯“不理解 ‘人工智能’，因此也无需理

会”。［１４］１４３当然，ＡＩ界对于德福雷斯也并非完全是批判态度，一些学者基于伦理维度来谨慎反思人工智能

所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如ＥＬＩＺＡ的发明者魏泽鲍姆便认为 ＡＩ研究者对德福雷斯的完全漠视是不专

业、且幼稚的。１９７６年，魏泽鲍姆出版了《计算机能力与人类理性》（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ａ－
ｓｏｎ），强调对人工智能的滥用会降低人类的生活价值，“最终必须在人的智能和机器智能之间划出一条界

限。……人把自主权交给了一个机器世界；这种普遍的意义可是值得深入考虑了。”［１５］

虽然遭到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批评，但是在这一时期，“强 ＡＩ”成为 ＡＩ界的主导性理念，并向政府界的

资助者做出了许多“浮夸性承诺”，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如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期，麦卡锡曾告诉美国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当时称ＡＲＰＡ）：在未来１０年里，他们就可以打造出“全智能机器”，“我们最终的目

标是创造能够像人类一样高效地从经验中学习的程序。”［１６］１１４基于冷战需求，加之ＡＩ界的鼓吹，政府部门

特别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将大量的资金注入这一领域，如１９６３年该机构投入２００万美元资助

ＭＩＴ“ＡＩ智能小组”的 ＭＡＣ项目（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直到１９７０年代，美国国防

高级研究计划局每年都会向 ＭＩＴ投入３００万美元用于人工智能研究；［１４］６４－６５另外，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

划局也资助西蒙在卡耐基梅隆大学以及麦卡锡在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项目等。在“强 ＡＩ”理念的推动

下，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如数学及几何解题、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语音及视觉识别、智能机器人等均

取得进展，人工智能界希望人工智能能够拥有类似人脑的越来越多的功能、不断打破人脑与人工智能之

间的限界，如１９５９年纽厄尔和西蒙发展出“通用问题求解器”（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ｅｒ），可以处理一些普

遍的数学问题；１９６６年，魏泽鲍姆（Ｊｏｓｅｐｈ　Ｗｅｉｚｅｎｂａｕｍ）发明ＥＬＩＺ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备可使用

特征的自然语言对话程序；１９７２年，维诺格拉德（Ｔ．Ｗｉｎｏｇｒａｄ）在 ＭＩＴ建立了一个可用自然语言指挥动

作的机器人系统ＳＨＲＤＬＵ，它可以用普通的英语句子进行交流，并执行相关的操作。

三、“智能增强”理念对“强ＡＩ”的冲击（第一个人工智能冬天，１９７４—１９８０）

１９７４—１９８０年初，人工智能进入第一个“寒冬期”（ＡＩ　Ｗｉｎｔｅｒ）。ＡＩ冬天主要有两个标志，一个是美国
“自动语言处理咨询委员会”（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于１９６６年发布的“ＡＬ－
ＰＡＣ报告”（语言和机器：翻译中的计算机和语言学），另一个是英国赖特希尔（Ｊａｍｅｓ　Ｌｉｇｈｔｈｉｌｌ）爵士在英

国议会授意下于１９７３年所发布的“Ｌｉｇｈｔｈｉｌｌ　Ｒｅｐｏｒｔ”。“Ｌｉｇｈｔｈｉｌｌ的［１９７３］年的报告使得英国学术界所建

立的ＡＩ的信心遭受巨大的打击（当然在程度上小于美国），它持续了十年———这就是所谓的‘ＡＩ冬天’。”

１９７３年，这一报告在英国ＢＢＣ“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系列节目中引发了广泛争论，当时参与争论的英国皇家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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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认为“通用型机器人不过是海市蜃楼”。［１４］２２报告最终使英国政府终结了英国绝大多数大学中的

ＡＩ研究，Ｊａｍｅｓ　Ｈｅｎｄｌｅｒ写道：“这形成了一种冲击波效应，并导致 ＡＩ研究经费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削

减”，［１７］直到１９８３年，英国政府才通过Ａｌｖｅｙ项目资助ＡＩ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ＡＩ界开始出现分裂。虽然麦卡锡等依然对强 ＡＩ抱有信心，如他认为强 ＡＩ依然可以

很快实现，只需要“１．８个爱因斯坦，以及曼哈顿计划所需资源的１／１０。”［１６］１１６－１１７但是另外一些 ＡＩ研究者

则对这样的宏大纲领表现出怀疑及失望情绪，并由此出现了ＡＩ（约翰·麦卡锡为代表）与ＩＡ（增强人类智

能，以“鼠标之父”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为代表）两个研究纲领之间的对立，前者（ＡＩ）强调发展能够替代

人类、整体上超过人类的ＡＩ系统，而后者（ＩＡ）则强调人机交互，认为机器只是人类的辅助。

斯坦福研究所的恩格尔巴特（Ｄｏｕｇｌａｓ　Ｃ．Ｅｎｇｅｌｂａｒｔ）早在１９６２年就发表了名为“放大人类智力：一个

概念框架”（Ａｕｇ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的论文，强调计算机是人类智力
“放大器”，人工智能所要研究的是那些能够改善人机交互方式的 ＡＩ，“在我们看来，我们无需等到完全了

解了人类心智过程机理，我们无需等到学会设计出更智能、更强、更快的计算机，我们现在便可以在已拥

有的知识的基础上，开始设计更强大、更具经济可行性的智能增强系统。”［１８］在智能增强理论看来，人工

智能并非是要取代人类，而是要以人类用户为核心进行设计，“在过去的５０年，ＡＩ和ＩＡ两大阵营间潜在

紧张关系一直围绕在计算机科学的心脏地带，而这一领域已经创造了一系列正在改变着世界的强大技术
……人们很容易认为，ＡＩ和ＩＡ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设计造福于人类的技

术，还是将技术作为目标本身。如今，这种差异的体现是，制造越来越强大的计算机、软件和机器人的目

的是以人类用户为核心进行设计，还是替代人类。”［１８］１１５恩格尔巴特自身便是智能增强、人机交互理念的

实践者，他于１９６３年发明了最初的鼠标，用它来代替繁琐的指令，从而使计算机操作更为简便。１９６０年

代初，恩格巴尔特在斯坦福国际研究院（ＳＲ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成立了“增强研究中心”（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并与同事安德鲁斯（Ｄｏｎ　Ａｎｄｒｅｗｓ）、英格利希（Ｂｉｌ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鲁里夫森（Ｊｅｆｆ　Ｒｕｌｉｆｓｏｎ）等一道，开发

了超文本系统、网络计算机、图形用户界面等技术，这些发明仅仅是为了简化人机交互过程。［１９］

在恩格巴尔特等人的影响下，一部分 ＡＩ研究者开始由过去的“强人工智能”转向 “智能增强”阵营。

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施乐公司的艾伦·凯（Ａｌａｎ　Ｋａｙ），他曾在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过一年，但

他没有像麦卡锡一样追求一种匹敌或取代人类的 ＡＩ，而是创造了个人电脑概念。此外，比尔·杜瓦尔
（Ｂｉｌｌ　Ｄｕｖａｌｌ）、拉里·泰斯勒（Ｌａｒｒｙ　Ｔｅｓｌｅｒ）、杰瑞·卡普兰（Ｊｅｒｒｙ　Ｋａｐｌａｎ）等人工智能专家，也逐渐转向智

能增强研究，发展出简洁的桌面操作系统、平板电脑等。

由于强ＡＩ理念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如语义问题、常识难题（如莫拉维克悖论）等，这些问题不仅仅

涉及技术层面，还关涉哲学，如语言的本质、逻辑与情境的关系等。因此，在这一时期，人工智能界开始与

哲学社会科学界有了互动。在互动过程中，ＡＩ界也逐渐认识到当时的主导性研究路径———逻辑符号主义

的局限性，这使一部分ＡＩ界人士逐渐抛弃“强 ＡＩ”理念，如威诺格拉德（Ｔｅｒｒｙ　Ａｌｌｅｎ　Ｗｉｎｏｇｒａｄ）等。１９７０
年，威诺格拉德完成了ＳＨＲＤＬＵ智能机器人系统（这一系统能够“理解”对话者的语言、并能够基于自然

语言命令做出相应的动作），他曾经认为这种具有“理解”自然语言能力的 ＡＩ，只要经过“升级”或积累大

量的常识和规则，便可以像人类一样处理多样化的、复杂的日常事务。但是，当时威诺格拉德经常参加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德雷福斯主导的小组讨论，并与那里的哲学家如塞尔等进行非正式午餐讨论，“哲学

家们穿过伯克利的街道聚在一起。来自施乐ＰＡＲＣ的威诺格拉德和丹尼·博布罗已经成为这些午餐讨

论的常客。威诺格拉德发现，他们改变了自己对人工智能哲学基础的偏见……他最终放弃了对人工智能

的‘信仰’”，［１６］１７９选择了“恩格尔马特式”的智能增强路径，将关注点转移到“如何强化人机互动技术”问

题。威诺格拉德还与哲学家费尔南多·弗洛雷斯（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Ｆｌｏｒｅｓ）合作完成《理解计算机和认知：设计新

基础》（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　Ｎｅｗ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一书，对当时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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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派进行了批判。

四、ＡＩ界对强ＡＩ理念的“集体叛逃”及哲学社会科学界对强ＡＩ理念的持续批判（１９８０年代
初—１９９０年代初）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以专家系统的成功商业化为标志，ＡＩ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黄金期（１９８０—

１９８７）。① １９７０年代后期，由于ＡＩ界没有为军事部门提供可用的新技术，使得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的资助大量缩减，ＡＩ研究举步维艰。这时ＡＩ研究者不得不转向企业界寻求资助，或是建立独立的ＡＩ公

司推进人工智能研究。这一时期，“专家系统”研究开始兴起，并于８０年代中期形成了一个约１０亿美元

的产业，涌现出了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Ｇｒｏｕｐ（１９８３）、ＩｎｔｅｌｌｉＣｏｒｐ（１９８０）、Ｔ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１９８１）、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９７９）等知名

专家系统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医疗、航空等领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中有一

半在应用和发展专家系统，当时ＡＩ重镇如 ＭＩＴ、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均开展了专家系统相关

研究。

专家系统的目标是为了解决应用问题，它将特定领域中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符号化为知识库，建构相

应的问题匹配规则，通过问答方式来解决用户的专业问题。专家系统虽然实现了特定领域 ＡＩ对普通人
（甚至专家）的超越，且一定程度上在知识拥有量、分析精准度及效率等方面实现了对人类专家的超越，但

专家系统从一开始便是“应用型ＡＩ”而非“强ＡＩ”，其目的是辅助人类决策，而不是实现对人类思维能力的

综合性超越。专家系统的兴起，表明 ＡＩ界逐渐放弃“强 ＡＩ”观念，聚焦于“在特定领域中的可用性”这一

较低目标，其技术文化基础是“辅助人类”及“获得商业层面的成功”，意味着 “应用型 ＡＩ”派相对于“强

ＡＩ”派的胜利，代表着ＡＩ界对传统麦卡锡式“强ＡＩ”理念的一种集体“叛逃”。

然而，即使是“应用型ＡＩ”，其黄金期也没有持续太久，很快便进入“第二次寒冬”。“总的来说，ＡＩ业

的繁荣，从１９８０年几百万美元，到１９８８年的数十亿美元。然后不久，便进了一个被称为 ＡＩ冬天的时

期”，［６］２４它被认为是过于昂贵、无法“自主学习”、维护成本高、不具备通用性等。１９８７年，美国信息技术

处理办公室（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ｆｉｃｅ）主管史瓦兹（Ｊａｃｋ　Ｓｃｈｗａｒｚ）将专家系统讽刺为“聪明

的编程”，并“全面、残酷地”地砍掉了ＡＩ资助，强烈认为 ＡＩ不是“下一波”。此后，ＡＩ逐渐被个人电脑所

终结。人们不再期望计算机有多“聪明”、或是多么具有强 ＡＩ性质，相反，人们关注的是如何使人机交互

更为便捷、生动，如何降低计算机使用成本，人们对于“实用性”的追求代替了对机器“智能性”的追求。

在这一时期，即使是ＡＩ界的乐观派，也开始承认“强 ＡＩ只是一种信念或信仰”，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如迈克·詹姆斯（Ｍｉｋｅ　Ｊａｍｅｓ）强调“目前关于智能的问题，还仅仅是一个信仰问题：相信人工智能研究的

稳步前进将会最终造成智能机。”［２０］此外，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强 ＡＩ乐观派人士认为，虽然强人工智能

将来会实现，但需要等待计算性能的提升。如汉斯－莫拉维克谈道：“我相信，有一天人工智能的自下而上

的研究路线，会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路线半途相遇，从而获得真实世界中的能力，以及对于推理程序来说

极其困难的常识知识库。这两种方向结合在一起的时刻，会成为产生真正智能机器的所谓‘金钉

子’。”［２１］

在ＡＩ界逐渐放弃强ＡＩ理念时，哲学界则基于语义学对强 ＡＩ理念进行了更为彻底、更为致命的批

判。１９８０年初，哲学家约翰·塞尔提出了“中文屋”思想实验，从语义学的角度说明了“机器根本不可能

具有意识”，强调“图灵测试”无法作为判别“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是否等同”的标准。塞尔指出，人工智能

① １９６５年，费根鲍姆（Ｅ．Ａ．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和化学家勒德贝格（Ｊ．Ｌｅｄｅｒｂｅｒｇ）合作研制出第一个专家系统ＤＥＮＤＲＡ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一些专家系统相继研制成功，如医药专家系统 ＭＹＣＩＮ、探矿专家系统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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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基于一系列语法规则进行符号处理的转换机，它无法像生物大脑一样进行语义解释，不能理解这

些符号背后的意义，“计算机程序永不可能代替人心，其理由很简单：计算机程序只是语法的，而心不仅仅

是语法的。心是语义的，就是说，人心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结构，它是有内容的。”［２２］塞尔的观点激怒了人

工智能界，塞尔最初的关于“意向性”的文章引发了３０篇反驳论文，在ＡＩ界看来，如果对“意义”进行最终

溯源，其终极原因只能归之于宗教和神学，这是毫无意义的。

五、“奇点”议题的兴起（１９９０年代中期—２０００年代中期）

到了１９９０年代，人工智能研究者背上了无法实现自己承诺的坏名声，他们拒绝再作出任何预言，ＡＩ
界的大数研究人员避免提到任何“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以免被贴上“白日梦”的标签。麦卡锡曾这样描

述：“对于ＡＩ共同体的其他科学家来说，如果新的一般形式主义（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ｓ　ｏｆ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ｓ）的发

明者能够以更加谨慎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希望，那么其他科学家便会感觉到一种极大的解脱。”［２３］这种

现象一直持续到２０００年代中后期，马科夫（Ｊｏｈｎ　Ｍａｒｋｏｆｆ）在２００５年的“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杂志上谈道：

“在（ＡＩ）低谷时，许多计算机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避免使用 ＡＩ这一术语，害怕被人们视为是狂热的梦想

家。”［２４］

但是，强ＡＩ观念并没有消失，在哲学界、传媒界以及一些科学家，强 ＡＩ理念却逐渐以“奇点”这一新

概念形式而重新复兴了。１９９３年，文奇在一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路易斯研究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提

交了文章“即将到来的奇点”（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强调技术的加速进步是当时代的

主要特征，在未来，一种远超人类智慧的机器物种将会产生：某种先进的电脑会“苏醒”并超越人类智能，

大型计算机网络及相关用户也可能会“苏醒”并成为超人类实体，“我认为超越人类的智慧体将会在未来

的３０年内产生”，“我们可以将此事件称为奇点。奇点意味着旧的方法被抛弃、新的规则实体产生，奇点

意味着它会以较为隐晦的方式越来越大地影响人类事务，直到这一观念成为一种常识。”［２５］文奇的预言

似乎很快变成了现实，１９９７年“深蓝”战胜了世界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在比赛之前，美国《新闻周

刊》将此次对弈描述为“人脑的最后防线”（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ｓ　ｌａｓｔ　ｓｔａｎｄ）。卡斯帕罗夫甚至认为“深蓝”经常表现

出“非常拟人的危险”（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　ｖｅｒｙ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有时候‘深蓝’就像神一样来掌控棋局”或

是某种更高级的智能，［２６］他甚至认为有特级大师躲在“深蓝”背后帮它挑选最佳着法。

文奇的“奇点”理论提出后，并没有立即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只是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如库兹韦

尔。库兹韦尔于１９９０年出版《智能机器时代》（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一书，认为随着计算机性

能的不断提升，未来经过足够多的时间，人类将会创造比他自身更聪明的实体［２７］。库兹威尔的推断是基

于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及技术的加速循环规则。

（１）计算能力的指数增长。“奇点”理念是基于计算能力万能论的，许多持“奇点”观念的学者将人类

的智能还原为计算能力，并强调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人工智能最终将超越人脑。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摩尔定律不断得以证实，ＡＩ界所面临的“原始的计算能力”问题正在逐步被克服，摩尔定律下计算能

力的指数级增长状态，展示了ＡＩ不断接近人脑的潜力。① “深蓝”发展史完整地展现了计算能力的指数

增长、使机器智能不断增强并战胜人类的图景：①１９８５年，ＣｈｉｐＴｅｓｔ（深蓝前身）每秒计算５万步；②１９８８
年，ＣｈｉｐＴｅｓｔ升级为“深思”，每秒计算５０００００个局面，击败丹麦特级大师拉尔森；③１９８９年，“深思”每秒

① 库兹威尔总结了１９７１—２０１１年摩尔定律在计算机领域的实际表现情况：每美元动态ＲＡＭ存储能力的翻倍期为１．５年；晶体管平
均价格的减半期为１．６年；每个晶体管周期的微处理器成本（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　Ｃｏｓｔ　ｐ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　Ｃｙｃｌｅ）的减半期为１．１年；总位运（Ｔｏｔａｌ　Ｂｉｔｓ
Ｓｈｉｐｐｅｄ）的翻倍期为１．１年；处理器性能（ＭＩＰＳ）的翻倍期为１．８年；英特尔微处理器中晶体管数量的翻倍期为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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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２００万步，但０：２输给了当时的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④１９９０年，“深思２．０”问世，在与前世界冠军

卡尔波夫对局中非输即和；⑤１９９６年，“深思”改进为“深蓝”，每秒可以处理１亿个局面，但在与卡斯帕罗

夫对弈以２：４失利；⑥１９９７年，“深蓝２．０”以３．５：２．５击败了卡斯帕罗夫，每秒可分析２亿个棋步。

（２）技术的加速循环。１９９９年的《心灵机器时代》（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一书，库兹威尔首

次提出“加速循环规则”（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各种形式进化系统的变化率呈现出指数增长

态势，人类正处于技术加速变化的浪尖上。在２００１年一篇文章中，［２８］库兹威尔对这一规则进行了更加

详细的解释：一是技术进化呈现正反馈模式，进化过程的一个阶段用以创造下一个阶段；二是在另一个正

反馈回路中，当一个特定的进化过程（如计算）变得更有效时，便会有更多的资源布署到这一领域，并导致

第二个水平的指数增长；三是一个特定的技术范式潜力耗尽会发生范式转移，使指数增长继续。库兹威

尔预测说，未来几年里随着可负担得起的计算工具的发展，将实现人类智力水平机器的创造，［２９］“技术点

正在临近”，“这一进程最终变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会使我们难以跟上其发展步伐，它最终会摆脱我们

的控制。”［３０］

虽然一些科学家并不认为“奇点”的存在，如 ＭＩＴ的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我们离建立人类水平的机

器智能还“遥不可及”，称奇点是”科幻小说”。但是，“奇点”概念还是获得了硅谷一些科技企业家的关注，

如谷歌的拉里·佩奇（ＬａｒｒｙＰａｇｅ）和谢尔盖·布林（Ｓｅｒｇｅｙ　Ｂｒｉｎ）、支付宝联合创始人彼得·泰尔（Ｐｅｔｅｒ－
Ｔｈｉｅｌ），他们的参与推动了社会各界对“奇点”的关注。２０００年，尤德考斯基（Ｅｌｉｅｚｅｒ　Ｙｕｄｋｏｗｓｋｙ）等创建了
“奇点研究所”，是目前唯一致力于研究强ＡＩ及其风险的研究组织。

应该说，在这一时期，“强ＡＩ”观念在ＡＩ界几乎被抛弃，为了继续推动类似研究，ＡＩ界往往为他们的

工作贴上其他标签，如信息学（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机器学习（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知识系统（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
ｔｅｍｓ）等，实际上，这是一种基于“应用式 ＡＩ”理念的发展路径。在“应用式 ＡＩ”理念的“掩护”下，ＡＩ研究

取得了许多成功，他们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在技术工业领域被证明是有效的，如数据挖掘、工业机器人、物

流、语音识别、银行软件、医疗诊断、搜索引擎（如谷歌）。但是，ＡＩ界却没有为这些成功而获得太多荣誉，

因为在这一时期，ＡＩ的成功更多的源自于计算能力的提升，许多 ＡＩ的重大创新仅仅被降低为工具箱，许

多ＡＩ领域的前沿技术已经渗透到普遍的应用过程之中，它们常常没有被冠以人工智能这一名号，因为一

旦有些应用变得足够有用且足够普遍，它便不再被贴上ＡＩ标签。

六、“强ＡＩ风险论”成为社会焦点之一（２０１０年左右至今）

进入２０１０年以后，人工智能技术获得了更为迅速的突破，如ＩＢＭ 的 Ｗａｔｓｏｎ战胜Ｊｅｏｐａｒｄｙ冠军
（２０１１）、聊天程序“尤金·古斯特曼”（Ｅｕｇｅｎｅ　Ｇｏｏｓｔｍａｎ）首次“通过”了图灵测试（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谷歌的

围棋程序ＡｌｐｈａＧｏ击败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ＡｌｐｈａＧｏ　Ｚｅｒｏ以１００：０的战绩击败了

ＡｌｐｈａＧｏ；２０１４年，包括百度、腾讯、谷歌的人脸识别系统均已超过人类。

人工智能最近几年所取得的巨大突破，使得人们愈发关注强ＡＩ议题，并形成了一股强 ＡＩ争论热潮。

在这次争论热潮中，人们不再仅仅关注“人工智能能否超越人类”，而是更多地将“强 ＡＩ”与“风险”概念结

合在一起，基于风险语境来反思“强ＡＩ是否会导致机器对人类的控制”、“强ＡＩ是否会成为一种影响人类

生存与发展的危险要素”等问题。如２０１４年，霍金（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ｗｋｉｎｇ）在观看了《超验骇客》后，在《独立》

杂志中谈道：成功制造出一台人工智能机器人将是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但不幸的是，它也可能会成为我

们历史上最后的一个里程碑。［３１］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航天系２０１４百年纪念座谈会上，伊隆·马斯克表

示，“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我们正在召唤恶魔。”ＤｅｅｐＭｉｎｄ联合创始人及研究总监莱格（Ｓｈａｎｅ　Ｌｅｇｇ）也强

调，ＡＩ“将会是本世纪的第一风险”。［３２］未来生活研究所研究人员阿姆斯特朗（Ｓｔｕａｒｔ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认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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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ＡＩ变坏，那么９５％ 的人类将会被杀死，而剩下的５％也会很快被灭绝。［３３］在这一时期，关于强ＡＩ风险

的讨论出现了以下新特点。

（１）大量关于ＡＩ控制、威胁人类的书籍、论文出现。如穆豪瑟尔（Ｌｕｋｅ　Ｍｕｅｈｌｈａｕｓｅｒ）的《面对智能爆

炸》（２０１３）、波斯特罗姆的《超级智能：路径、方法及策略》（２０１４）、亚姆波尔基（Ｒｏｍａｎ　Ｙａｍｐｏｌｓｋｉｙ）的《人

工超级智能：一个未来学研究路径》（２０１５）等。哲学家波斯特罗姆对未来强ＡＩ夺权的场景进行了详细分

析：①前临界阶段：产生种子人工智能（ｓｅｅｄ　ＡＩ），其发展初期需要人类程序员引导其发展以及完成多数繁

重的工作；②递归性自我改良阶段：在某个时间点，种子人工智能会变得比人类程序员更擅长设计人工智

能；③秘密准备阶段：种子ＡＩ策划出一套为了实现其长期目标的稳健计划；④公开实施阶段：通过各种手

段（如控制银行，说服或威胁政府等）来控制社会资源，以服务于ＡＩ自身的目标。

（２）对强ＡＩ风险的讨论进入组织化阶段，大量ＡＩ风险研究组织建立。２０１２年成立的剑桥大学生存

风险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主要研究能够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特别是人工

智能所可能导致的未来风险场景；２０１４年成立的未来生活研究所（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主要集中于如

何使ＡＩ技术以有益于人类的方式发展这一问题；２０１５年成立的负责任机器人基金会（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Ｒｏｂｏｔｓ，ＦＲＲ），是唯一的致力于负责任机器人研究的基金会；２０１６年成立的Ｌｅｖｅｒｈｕｌｍｅ智能未

来研究中心（Ｔｈｅ　Ｌｅｖｅｒｈｕｌｍ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则是确保人类能够在未来能够最大程

度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３）不再拘泥于从理念层面来讨论 ＡＩ是否会超越人类，而是从实践角度来分析如何治理 ＡＩ风险。

如：①企业家资助ＡＩ风险研究。马斯克在２０１５年１月及７月分别向“未来生命研究所”投资１０００万、

７００万美元，用于支持人工智能负面效应研究项目；②面向全社会发布 ＡＩ风险及伦理公开信。未来生活

研究所于２０１５年１月的“优先发展稳健且有益的 ＡＩ：一封公开信”，强调应避免 ＡＩ威胁到人类生存；③
企业建立ＡＩ伦理委员会，确保ＡＩ发展能够符合人类道德。如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日，ＤｅｅｐＭｉｎｄ宣布成立人

工智能伦理与社会部门（ＤｅｅｐＭｉ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Ｓｏｃｉｅｔｙ）；微软于２０１８年１月成立 ＡＩ伦理委员会 ＡＥＴＨＥＲ，

避免企业滥用或过度发展ＡＩ。此外，２０１６年９月，Ｇｏｏｇｌ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Ａｍａｚｏｎ、ＩＢＭ、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等企业联合

起来形成ＡＩ联盟，命名为“有益于人类和社会的 ＡＩ联盟”（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强调确保ＡＩ尽可能地有益于人类、形成最佳的人工智能实践；④公众参与。如剑桥

大学生存风险研究中心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９日举办公开演讲活动“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是隐现还是海市

蜃楼？”⑤非政府组织运动。如２０１３年４月成立的“杀手机器人禁令运动”。

（４）虽然隔阂尤在，但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科学界（如物理学家等）、ＡＩ界开始进行较为广泛的对话，

共同参与到强ＡＩ风险相关讨论及风险治理活动之中。在这一时期，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界、ＡＩ界、科学界

就“强ＡＩ是否会实现”、“如何使人类与机器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等问题存在不同意见，但一个明显的

趋势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界与 ＡＩ界）不再固步自封、相互攻讦，而是尝试性地进

行互动。如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１日，未来生活研究所发布“一封关于使 ＡＩ的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公开信”（Ａｎ

ｏｐｅｎ　ｌｅｔｔｅｒ　ｏｎ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ＡＩ），其中目的是如何使 ＡＩ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人类福

祉。截止到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１日，已有８７４９个人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字，在前１１０名签名者中，约７０％是计

算机科学家和ＡＩ专家，１６％为哲学家、未来学家、伦理学家，９％为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非ＡＩ界研究者；

而在一些ＡＩ风险研究组织中，哲学社会科学家、ＡＩ界人士、其他科学家也往往都参与其中。如未来生活

研究所ＡＩ研究分支创立者包括：Ｓｋｙｐｅ联合创始人Ｊａａｎ　Ｔａｌｌｉｎｎ，ＭＩＴ物理学教授 Ｍａｘ　Ｔｅｇｍａｒｋ，Ｄｅｅｐ－
Ｍｉｎｄ　ＡＩ安全专家Ｖｉｋｔｏｒｉｙａ　Ｋｒａｋｏｖｎａ，信息物理学教授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ｇｕｉｒｒｅ，哲学研究人员 Ｍｅｉａ　Ｃｈｉｔａ－Ｔｅｇ－
ｍａｒｋ，牛津大学哲学教授 Ｎｉｃｋ　Ｂｏｓｔｒｏｍ，ＭＩＴ物理学教授 Ａｌａｎ　Ｇｕｔｈ，剑桥大学理论天文学家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ｗｋｉｎｇ，艾伦脑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Ｃｈｒｉｓｔｏｆ　Ｋｏｃｈ，企业家Ｅｌｏｎ　Ｍｕｓｋ，ＩＢＭ 人工智能专家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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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ｓｓ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家Ｓｔｕａｒｔ　Ｒｕｓｓｅｌｌ等。可以看出，未来生活研究所 ＡＩ研究小组成

员涵盖了哲学家、ＡＩ专家、物理学家、企业家等，是一个跨学科、领域研究团队。

（５）强ＡＩ逐渐走入“政策之屋”。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整体上讲，决策者对于强ＡＩ的态度一般比较保

守，且当前世界各国的ＡＩ政策文本重弱 ＡＩ治理、轻强 ＡＩ调控，但许多政策及法律文本也往往涉及“强

ＡＩ”。如欧盟《就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的报告草案》指出：在未来，人工智能超

越人类智慧是存在可能性的，强ＡＩ应成为人类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其２０１６年发布《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

规则》，建议“一旦技术进步使得机器人自主性程度高于当前的合理性预测，那么相关的立法更新便需要

适时推出”；ＩＥＥＥ的《“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白皮书（第２版）》强调，当系统接近并超过通用人工智

能时，无法意料的或无意的系统行为将变得越来越危险且难以纠正；“艾斯罗马人工智能２３定律”也强

调，强ＡＩ应符合人类的整体公共利益，超级智能的开发是为了服务广泛认可的伦理观念，任何自主系统

都必须允许人类中断其活动；美国所发布的《为未来人工智能做好准备》（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ｒ－
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报告，则强调ＡＩ应与人类有效合作，其行动必须与人类的价值观和愿望保持一致。

七、结论与展望

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强ＡＩ”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但却又不断引发人们关注的议题，围绕“强 ＡＩ”所

发的争论，是人们对不同时期ＡＩ技术自身所内含的局限性及其潜力之间的不同聚焦，同时亦反映了科学

文化、人文文化以及主流世界观等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过程。对于“强 ＡＩ”理念，我们应合理看待其所

发的各种争论，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强共识。

（１）“强ＡＩ”理念是推动人工智能界不断打破人机界限、使 ＡＩ技术向前发展的重要信念。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强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界的官方表征语言及追求目标，“它们试图建造用来展现一定程度的

真实心理特性的机器：问题解决、思考、理解和推理，并且最终可能是意识、感觉和情绪……如果你认为自

己不知道有谁支持强人工智能的话，你就没有深入地看待这个问题。”［３４］虽然在人工智能发展初期，一些

ＡＩ乐观主义人士向资助者、传媒界做出了许多浮夸式承诺，目标的好高骛远与承诺的无法实现最终导致

资助者的厌弃。但是，我们应该正视“强 ＡＩ”理念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特别是在其发展初期）的作用和

地位：它是一种信仰，推动ＡＩ界不断开拓ＡＩ学科疆域、使机器拥有更多人脑才具有的功能，开创了人工

智能领域中的大多部分奠基性成果，如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Ｌｏｇ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１９５６）、Ｌｉｓｐ语言（１９５８）、第

一个自然语言对话程序ＥＬＩＺＡ（１９６５）、首个专家知识系统Ｄｅｎｄｒａｌ（１９６５）、具有感知和运动能力的智能机

器人Ｓｈａｋｅｙ（１９６９）、具有自然语言理解能力的ＳＨＲＤＬＵ机器人系统（１９７１）等。正如一个新的范式刚形

成时需要借助信仰、说服等力量来推动其发展一样，人工智能在其初创期，强 ＡＩ理念对于扩展人工智能

学科的社会影响力、获得资助、吸引人才是尤为重要的。

（２）围绕“强ＡＩ”的争论是一种文化冲突现象，其背后所反映的是不同社会要素，特别是“两种文化”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及“科技是生产力、竞争力”的主流世界观等之间的张力，且这几种文化也经历着

由对立、冲突到逐渐的尝试性对话与合作这一过程。从“强ＡＩ”的整个争论过程来看，ＡＩ界更多是在人工

智能发展初期介入进来，主要讨论的是如何使人类知识符号化、形式化等科学问题，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后，ＡＩ界已较少介入“强 ＡＩ”议题；“强 ＡＩ”议题的参与者，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

界，他们更多的是基于批判式思维，从未来学、道德哲学等人文视角考虑强 ＡＩ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问题，如意识的本源是什么，机器的物理性特征与人的生物性特征区分标准，ＡＩ在未来社会治理体系中

的属性及地位是什么等。这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人工智能发展初期阶段至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往往是一种“紧张与对立”状态，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哲学家德福雷斯与赫伯特·西蒙等 ＡＩ专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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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ＡＩ能否达到人脑功能水平”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争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应用式 ＡＩ”的崛起、

“强ＡＩ”理念的衰落，ＡＩ界逐渐脱离这一争论场，专注于ＡＩ在特定领域中的商业化成功，“如何使ＡＩ更好

地融入市场”、“科技如何服务于生产力”等观念成为主流，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强 ＡＩ观念逐渐被“智

能增强”观念所取代；而２０世纪末起，随着人工神经网络范式的迅速发展及大量应用，“强 ＡＩ”理念再次

引发哲学人文社科界及ＡＩ界的关注，ＡＩ界也参与到这一论争过程之中，且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界与 ＡＩ界

开始出现“融合与对话”的趋势，反思“ＡＩ的伦理、风险问题”，开放治理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强 ＡＩ”参与

者及讨论议题的变化，说明当代科学的发展需要从多视角进行反思，未来的科学治理体系需要社会科学

家集团的崛起（如阿里巴巴设立“罗汉堂”），［３５］当 ＡＩ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越来越广的范围形塑社会并逐

渐成为一种非可控体时，便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介入。

（３）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对待“强ＡＩ”这一议题上，ＡＩ界、哲学界等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出

现了“态度转换”现象。从整体上讲，ＡＩ界对于“强Ａ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乐观与支持到悲观与放弃，以

及现在的谨慎心态这一整体转变过程。如在ＡＩ初建期，ＡＩ界如赫伯特·西蒙、约翰·麦卡锡等，均对强

ＡＩ的实现非常乐观；１９７０年代中后期至１９８０年代，ＡＩ界对于“强ＡＩ”开始出现质疑声音，一部分ＡＩ界人

士开始转向智能增强阵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ＡＩ界基本上不再触及“强 ＡＩ”议题，即使到现

在，其态度依然谨慎。而哲学界对于“强 ＡＩ”的态度则是沿着由批判与质疑到现在的大力宣扬这一路径

演变。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ＡＩ学科创立之初，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９０年代中期，哲学界对于“强ＡＩ的实现”

一直持质疑态度；而２０世纪９０年后期开始，哲学界则开始转变态度，更加预言强ＡＩ能够实现，并更为担

忧其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为何会出现“态度转换”现象？其根本性原因在于 ＡＩ界及哲学界对 ＡＩ的

关注点有所差异：当强调其未来潜力时，便对强ＡＩ持乐观态度；当集中于ＡＩ的局限性时，便对强ＡＩ持怀

疑及批判态度。

（４）“强ＡＩ”概念需要进行重新界定，使其成为科学而非单纯的“科幻式”概念，并给予强 ＡＩ风险议题

更多关注。传统的强ＡＩ观念强调ＡＩ拥有与人脑完全相同的功能（我们称之为强 ＡＩ１），然而，这样的“强

ＡＩ”并不具备科学层面的可行性（至少是现在），因为诸如“理解”“意志”“情感”等概念，是以生物人为前

提、基于社会实践而获得的，除非人类能够建造出一个在生物层面与人脑完全相同的机器，否则便会陷入

“中文屋困境”。在这里，我们强调一种基于“自主性”的强ＡＩ观：即基于强大学习能力、具备“目标自主性

＋行动自主性”能力的ＡＩ（我们将之称为强ＡＩ２）。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自主性”并非是基于“意向性”，

它意指ＡＩ具有“目标的自我微调、改变，新目标的生成”、“自动完成已设定目标而无需外界干扰”、“可与

外部环境交互并自我进化”等功能。ＡＩ２舍弃了诸如“机器是否会具有意向性”等难以追寻或回答的终极

问题，将关注点放之于当下的技术条件及未来的技术可能性。实际上，即使是当前，具备“自主性”特征的

ＡＩ已经开始显露迹象，如２０１７年５月，谷歌提出自动机器学习（ＡｕｔｏＭＬ），允许人工智能成为另一个人

的架构师，并在无需人工工程师输入的情况下进行自我创造，也即意味着ＡＩ在“自主生成目标”方面已有

了突破。近几年来，ＡＩ技术发展所呈现出的加速进步态势，使得未来具有跨领域性、完全自主性、递归式

自我改良性特征的ＡＩ的出现具有了现实可能性，这要求人们更加重视ＡＩ社会风险问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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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璐
从阿西洛马会议到华盛顿峰会：专家预警
在生物技术治理中的角色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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